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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认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就是将传播学研究同中国社会发展

和传播事业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

体系，为中国的传播实践服务。同时提出，应当进行四个方面的工作，即：加

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加强对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现状的研

究；加强对西方传播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的研究；尽快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

播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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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当前我国丰富多彩、飞速发展的传播实践相比，传播学研究在我国一直

处于比较滞后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国内研究者引进、翻译了

一些国外传播学基础著作；近年来又有学者翻译了一些在西方传播学界有较高

声望和影响的优秀教材及经典专著；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有学者依据自己

的理解，对传播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概述，少数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化

传统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是，对中国自身的传播历史、传播方式、传播观念，

尤其是对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基本上还

处在起步阶段。奉献给读者的，目前只有吴予敏著《无形的网络》、孙旭培主

编的《华夏传播论》、台湾传播学者朱传誉的《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

集》、关绍箕的《中国传播理论》，以及李敬一所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

卷）》等少量成果。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短时间内还

不可能出现像西方那样有里程碑式的传播学理论和学术概念；同时由于国情的

不同，我们也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传播实践。要使中国的传播

学研究在新的世纪有一个新飞跃，必须加紧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

系，传播学的研究应该突出中国特色，实现本土化。 

        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法，国内学界一直存在歧见。反对者认为，这



种提法是提倡整理国故，是要从故纸堆中、老祖宗那里发掘“传播”思想与格

言警句，是从传统的传播体制上来构建我们的思路，这个思路不符合未来传播

发展，没有前瞻性，没有先进性，因为传播学是科学，科学是带有普遍性、规

律性的，不应区分中国和外国。如果把一门科学本土化，那也就是把它局限为

一种手段、条件和方法。倘若方法能本土化，本土化也就只适应于中国而不适

应外国。赞成者则认为，传播学研究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要在中国的传播现

实上生根，要能解决中国传播实际问题[i]。其实，所谓“本土化”，笔者认为

就是将传播学研究同中国社会发展和传播事业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并建立适

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为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服务。其主要

内容则大体上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要加强对中国传播历史和古代传播思想的研究 

        传播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现象，传播活动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形成有

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又深受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

当今世界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一个民族，绝不可能有清一色的传播观念，因

而其传播方式、传播事业的发展也绝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甚至不可能互相模

仿（纵观中外历史，凡在政治制度、文化习俗上试图模仿别国的，鲜有成功的

先例），而只有尊重本民族的传统和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研究中国传

播历史，就无法解释传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不了解民族的文化传

统、文化心理，也就无法解释当今的传播现象，因而不利于促进新时代传播事

业的发展。 

        我们不妨从传播方式、传播实践、传播观念等方面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

的传播历史，便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独特、奇妙的世界，更可以看出，中

国古代社会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是怎样以文化的精神渗入民族的每一根血管、

每一个细胞，其影响是多么深远。 

        以传播方式而论，从传播的起源看，虽然中国上古时期大体上经历了全人

类所共同经历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阶段，但由于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特

个性，因而在传播方式上有着与世界其他民族传播起始阶段不同的特色。特别

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丰富，古籍记载十分详赡，所以在对中国古代传播

起源的描述时更显得确凿可信，这是某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传播的起源时所无法

企及的。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的传播方式，诸如采诗观风、置邮传命、烽隧警

报、乡校议政、史官记事、游说诸侯、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街谈巷议等，无

一不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他们又都以不同的形式对当时和后世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如秦王朝的兴衰，其中传播

的作用因素也给后世留下极其深刻的教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

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改革措施，如修筑驰道、统一文字、统一货币与度量

衡、建立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社会传播网络等等，客观上为社会传播的畅通创

造了有利条件。正是由于传播事业的发展，才促成了秦王朝的兴起和强大。同

时，也由于秦始皇实行“焚书坑儒”等残暴的封建专制措施，堵塞了传播渠

道，凝滞了信息的交流，箝制了传播思想的发展，最终加速了秦王朝的覆灭。



此后，楚汉战争之际，刘邦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可视作我国最早的政治军事领域的“广而告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在大一统的背景下推行舆论一律，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它在社会控制方

面的得失值得后人总结。东汉“蔡侯纸”的出现，堪称传播史上的一次真正意

义上的革命。蔡侯纸改进了文字的书写材料，从此，作为人类的主要传播方

式——文字传播，才有了先进的载体。联系到后来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出现，更

标志着传播技术的又一次飞跃。东汉时期太学的发展，不啻为传播史上的一个

奇迹。据记载，仅在顺帝时，太学校舍便有240房，1850室，太学生达3万余

人[ii]。人数众多的太学生为东汉的社会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传播

与宗教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盛，无不采用独特的

传播手段。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大起义，则更是巧借各种传播工具来宣

传、组织革命，终于产生了“八州并发”、“天下响应”的传播效应。在传播

行为的作用之下，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制度、经济秩序、思想文化观念，大体

上在先秦、两汉便已形成，而上述传播方式，自魏晋以降，历经唐宋元明清，

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此不赘述。 

        以传播从业者而论，中国传播史上杰出人物不胜枚举。如先秦诸子，他们

在那个动荡、变革的时代，走公门，跑私门，游说于朝堂之上，诘难于士林之

中，传播政治思想，宣扬伦理道德，教授文化知识，进献治国方略，激活了整

个社会，推动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其彬彬之盛，在传播史上矗立起一座丰碑。

他们以他们的传播行为而成为变革时代的巨人。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成为时

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

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

实际斗争中生活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

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iii]恩格斯在这里虽然说的是西方资产

阶级文艺复兴时代，但却概括了每一个进步、变革时代的特征。中国古代杰出

的传播者，用他们的“舌和笔”为社会的发展进步而竭尽传播功能。 

        先秦之后，传播史上的杰出人物如汉代的司马迁，年轻时曾漫游四方，为

官出使又遍历祖国各地。他实地考察史迹民风，搜集民间传说资料，传播文化

知识，尔后又用毕生精力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其作“不虚

美，不隐恶”，既整理了中华民族三千余年的历史，又以“实录”的精神，记

载了他所生活的同时代的人物和社会生活。他那近似于今天的通讯、报告文学

式的人物传记、专题报告（“书”），都应视为传播史上的重要资料。此外如

张骞，他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两次出使西域，连通了汉王朝与西域

诸国的正式往来，传播了汉民族的文化，开启了中国对外传播之门，堪称中国

古代杰出的传播使者之一。再如唐玄奘西赴“天竺”，鉴真东渡日本，传播了

佛教，又交流了文化艺术，青史垂名。特别是明代的郑和，率领中国船队，多

次远航亚非各国，将中国的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金属货币

与“西洋”各国交换珍珠宝石、香料及珍禽异兽。之后，“西洋”各国使臣和

商队来中国的络绎不绝，促进了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

各国政府间和人民间的友谊，大大开拓了传播的范围和渠道。像这类国家、地



域、民族之间的传播方式，还有始于公元前2世纪、延续一千余年的“丝绸之

路”，沟通了中国同欧、亚、非各国的联系，广泛地传播了文化和友谊。甚至

自汉唐以来的“公主和亲”（如汉之昭君出塞“和”匈奴，唐之文成公主、金

城公主“和”吐蕃，太和公主“和”回纥），不仅把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入

少数民族，还把文学典籍、乐曲、医学，甚至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也带入少数

民族，从而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弘扬了民族文化，增进了汉族同兄弟

民族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中国传播史上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光辉篇章。 

        以古代传播思想而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们在其论著中涉及或专论

人际交往、社会传播和舆论控制等方面内容的不在少数。如春秋战国时期众多

学派的“百家争鸣”中，已包含着有关传播观念、传播思想的阐述和论争。特

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论及传播与个人修身立命时，

强调先进行内省、反思，培养品德，然后参与社会传播，其身越正，其传播的

可信程度越大。所谓“吾日三省吾身”[iv]，所谓“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v]，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vi]，以及“贤者以其昭昭

使人昭昭”，而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vii]等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同

时，儒家还认为，传播就是通过对伦理道德的规范，来达到维系人际的等级关

系，恢复和巩固社会秩序的目的。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

礼勿动”[viii]、“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ix]、“教以人伦：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x]、“凡言不合先王，不

顺礼义，谓之奸言[xi]”等，是说在社会传播中，在人际交往中，必须有一定的

准则和规范，有一定的约束和分寸。这样，才能对社会起到稳定作用，才能表

现出传播的功效和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否则，传播便只会引起社会动

乱，甚至暴力行为（即所谓“犯上作乱”[xii]）。儒家还论及特定的传播内容

必须有与之相应的传播方式，人们参与社会传播应该讲究方式、方法，“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xiii]。在这一方面，孔子强调的是“实”，即传播内容的真

实可靠，符合礼义，而反对“巧言令色”[xiv]；孟子强调在传播活动中要不卑

不亢，平交王侯，“藐之，勿视其巍巍然”[xv]；荀子则强调要以美丽的形式去

打动受众。关于舆论与社会控制，儒家一方面强调以“礼义”来调整社会关

系、磨合社会矛盾，一方面强调以诛杀的办法来压制反动的舆论，从而达到社

会的安定，即如荀子所称，对“奸言”，对“小人之辩”，“圣王起，所以先

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xvi]。儒家的这些传播思想是

值得重视的。此外，例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以商鞅、韩非子为

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及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也不仅

仅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就在传播方面也是高屋建瓴的。他们或者论及舆论

控制，主张以正确的言论去排斥异端的言论，即所谓“以言去言”[xvii]。或者

反对传播的无序状态，以极端的态度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

死不相往来”[xviii]。或者明辨人际交往必须有客观的标准，即“言必有三

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xix]。或者提醒传播者应该注意技

巧，即“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xx]。 

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在传播思想方面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其论述的深度、广



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他们的思想影响之深远，可以借用马克思形容古希腊神

话的艺术成就时所说的一句话来比喻，那就是：“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

和高不可及的范本。”[xxi] 

        概言之，中国古代传播历史是悠久的，古代传播思想、传播观念对民族文

化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它作深入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崭新的课

题，是一块有待开发的科学研究处女地。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亦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应用传播学的基本原理，来解

剖中国的社会传播这只“麻雀”，这对于传播学研究者来说，既是学术使命，

也是历史责任。 

二、要加强对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既包括从传统文化中撷取例证，也包括从现代传播事

业中寻找材料。研究传播学，除了如上所述必须加强对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之

外，还必须加强对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现状的研究。因为西方传播学理论原本是

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播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以指导其现实传播活动的，

而我们将这一理论引进，当然是希望它能对我国的传播事业发展发挥一定的启

发、借鉴作用。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传播事业现状有宏观的了解，就

像我们要选择一双鞋子，便应该先对自己的脚做到心中有数，削足适履不行，

只揣摹鞋的式样，不顾自己脚的大小也不行。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不能只停留在

评介外国传播理论、或将西方传播理论稍加“消化”，改头换面即变成“中国

传播学”这样的水平上。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又反过指导实践的，不研究

中国传播事业的实际状况，所谓传播学研究便只是空谈，这应当是“本土化”

的一个原则。而中国传播事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大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传播事业的基本情况，二是传播事业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两点弄明白

了，便可以在研究西方传播学理论以及使之“洋为中用”的时候，避免一些盲

目性，也避免沦于为研究而研究的老套。 

        首先看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以报纸为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二十多年，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特别是1995

年，全国报纸总数一度达到2202家，到2000年已稳定在2053家，报纸的印数

达300亿份。广播事业发展的速度也很惊人。到1999年，全国共有省市级广播

电台298座，县台1287座，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740座，收音机拥有量近3亿

架，人口覆盖率达到90.35％。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每天用43种语言广播211个

小时，听众已经遍布全世界。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更为迅速。至1999年为止，

全国的电视台集中整合为368台，另有中短波发射台和转播台740座，全国电视

覆盖率达到了总人口的91.95％，电视受众接近11亿人，其中有线电视受众为

8000万人。 

通讯社事业的发展幅度也很大。现在新华社已经拥有32个国内分社，48个支社

和记者站，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5个总分社和101个支社，用户超过

5000家，日发稿量超过200万字，还办有35种报纸，工作人员超过8000，已经

实现了建立世界通讯社的目标，并跻身于世界四大通讯社的行列。 

        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科技含量也不断提高，传播的技术



和手段越来越现代化，其重要标志就是传播的网络化。到2000年6月，全国已

有273种报纸上网，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七分之一。其中有些媒体的网站以其网

页设计精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和信息的准确、及时而受到国内

外点击者的高度重视。受互联网技术的带领，我国传统的新闻媒体也大量引进

最新的科学技术来改造设备，增加传播手段的科技含量。大部分报纸实行激光

照排，实行电脑拼板、传版，实行胶印、彩印，整个编辑工作从记者发稿到核

稿、分稿、校稿、编辑、组版，全部流程均实行电脑联网化。 

        1984年和1986年，我国先后发射了两颗实验通讯卫星，标志着我国已进

入应用卫星通讯技术的新时代。不少报纸和电视台普遍利用卫星接收文稿、图

片，利用卫星进行电视转播。到现在，全国利用卫星传送的电视频道已达41

个。与此同时，数码技术也广泛应用于新闻摄影、广播制作、传输、播出和电

视后期制作及演播等方面。科技含量增加的结果，是新闻传播媒体的信息量越

来越多，越来越快[xxii]。 

        传播技术方面，已逐渐融入现代科技发展潮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

时，新闻传播的对外交流日益扩大，中国传媒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强。当前，我

国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及其它形态的新闻传播媒介互相配合，协调补充，

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全方位的社会功能。我

国已形成了以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为主体，技术比较先进，多层次、多

渠道、多手段，基本覆盖全国城乡且面向世界的强有效的新闻传播网络。各种

新闻媒体在党的领导下，发挥着耳目喉舌的作用，既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

策，又传播信息、知识，指导性与服务性并重，共同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再加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个人计算机迅速普及，以因特网

为代表的全球网络迅速发展，卫星和光纤技术日臻完善，以因特网为载体的第

四媒体迅速崛起。第四媒体的出现，使得任何上网者不仅可以在网上同报纸、

电台、电视台等多种媒体打交道，而且能直接接收到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新闻信

息，还可以从非媒体机构发布的信息源中直接获得新闻，并在此基础上以受众

的身份及时形成反馈或以传者的身份将得到信息进一步传播开去。我国自1995

年开始发展因特网业务，到现在已经有包括新闻站点、专业信息站点、公司站

点、机构组织站点、个人网页和电子邮件等近万家网站发布和发送信息。据中

国互联网络中心（CNNIC）2001年1月17日公布的第七次中国网络调查称，截

至2000年12月31日止，中国的上网用户数约2250万，联网计算机数约为892

万台。这些新的传播现象也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在传播学研究者面前。 

        总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传播事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人们提

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作为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要

关注这些新的发展，探讨其运作规律，总结出可资借鉴的经验。除此之外，我

们还应该注意研究我国区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传播事业的某些特征。如在我

国，除了大众传播之外，从上到下都设有宣传机构。这些宣传机构虽然也借助

于大众传播媒介来从事宣传工作，但更多的是通过聚会（通常称作“开会”）

演讲、现场鼓动、宣传橱窗、墙报版报、标语口号等形式来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从而教育群众、组织群众、鼓舞群众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是



一条独特的传播渠道。此外，我国还有着一支庞大的专职或非专职的政治思想

工作队伍，他们在各个层次上联系群众，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交

心谈心，沟通思想，协调关系，解决矛盾。这是一个覆盖面十分广泛的传播网

络，是最典型的人际传播现象，它是无法用西方传播理论简单地加以解释的。

同时，如果对上述特色不加以深入的研究，就无法正确总结出中国传播事业发

展的规律，也就无法指导进一步的开拓与繁荣，当然也谈不上传播学研究本土

化了。 

三、进一加强对西方传播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的研究 

        20世纪前期，由于电子媒介的诞生，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新技术革命和

信息激增现象的出现，唤起了人们对于自身传播活动尤其是大众传播活动的兴

趣。人们意识到要对大众传播现象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研究，以对有关大众传播

过程、大众传播对社会和受众的影响、大众传播发生作用的因素等问题作出回

答。于是，首先在大众传播业发达的美国，从二三十年代起，各种与大众传播

及广义传播相关联的研究课题逐步被提出来，学者们针对这些课题，从社会心

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展开研究与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传播学

的理论，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传播学基本形成。 

        早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就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宣传——这

一人类信息传播的特殊形态进行研究。民意测验创始人盖洛普及报纸专栏作家

李普曼，同时也对社会舆论——这一与大众传播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进行研

究。4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开始提出传播学理论。1948年，拉斯韦尔出版了

《社会传播的构造和功能》一书，提出传播有监督环境、协调社会和传播文化

三大功能。他的“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的

传播模式，被传播学界广泛引用，为美国大众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

献。而社会学家、传播学创始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将社会心理学引入传播

学，并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美国总统选举中选民的投票行为、竞选宣传、大众媒

介效果以及人与媒介的影响力等，于1944年发表了《人民的选择》（或译为

《人民的选举与投票》），首先提出了“二级传播理论”，对初期美国传播学

理论也有重大影响。 

        20世纪40年代初，社会心理学家和传播学者卢因的“群动动力论”和“场

论”，实验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的《大众传播的实验》一书中有关劝说能力和

劝说方法的研究，也对美国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新闻学对传播学的产生也有过诱发作用。传统的新闻学主要是报纸业务的研

究，而随着电子媒介的膨胀，一批新闻工作者开始从单纯的报纸研究扩展到其

他媒介研究，甚至研究一切的社会传播行为。1949年，施拉姆主编出版的《大

众传播学》，是最早的大众传播学著作。 

        传播学形成后，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扩展到西欧及世界其他国家。各

国在本国文化传统和发展需要的基础上，纷纷开展研究，形成各自不同的传播

学派。近年来，西方传播学研究在内容和方法上，又都有许多新的发展。如，

内容上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学者们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背景，从不同

的视角去考察、分析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传播现象。同时，原有的各个学派



又趋向于整合和互相吸收。在研究方法上，美国学者偏重实证和定量分析，更

关注人类传播事业的实际问题；欧洲学者则多采用思辩、定性分析法，在理论

上更具批判性。再者，网络传播的兴起，以及网络传播对全人类政治、经济、

文化及社会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影响，也给传播学研究创造了极大的发展空

间。这些，都是中国传播学研究者所必须关注和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简略回顾传播学理论创立的历程，不难发现，西方传播学理论是通过考察

资本主义国家传播历史和现状而概括、总结出来的，它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到发

达的资本主义阶段的一种意识形态。深入研究其内涵，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

人类传播的一般规律，从而启发我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传播

理论的总结，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和比较。但是，我们也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

待西方传播理论，这就是：吸收和借鉴带有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共性的观

点；改造和融汇其具有一般规律性的东西；扬弃那些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的传播观念和理论。落脚点在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洋为中用，发展创新，

这应该也是“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对于西方传播学的最新发展态

势，我们也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以使自己的研究处在理论发展的前沿，使得

“洋为中用”的本土化进程更具针对性和前瞻性。 

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 

        研究中国传播的历史和现状，研究西方传播理论的发展方向，目的在于建

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从而为我国新时期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

据和思想指导。正如王晨所说：“正确阐述中国社会传播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进

程中所形成的传统、规律和特色，不仅是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而且

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和传播学理论体系，对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繁荣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xxiii]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传播学的研究处于被冷落

状态。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也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这

就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不够，新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国际交流委员会在其工作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总结第三世界国

家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它们自己关于

传播的发展和结构的研究计划中，一直使用从外国进口的理论和实践模

式。……这些研究工作一般是由外来的或者是在外国接受培训的专家进行的。

他们用来对待他们国家的传播问题的方法，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都不一定符

合发展中世界所关注的问题。”这个委员会报告中所说的情况，显然也包括中

国在内。在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短暂历史上，我们曾以较多的精力引进但咀嚼不

够；我们过多关注别人而对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理论体系着力不够。因此，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分析、有批判地参考、借鉴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我

国实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所谓

“中国特色”，主要是指中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发展现状，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传播事业发展的特点，也包括中华民族历史

发展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传播观念。同时，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应



该包含以下内容，即：传播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传播学基本原理及应用；中

国传播历史与传播思想发展史；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传播事业发展

的特色、规律与前瞻性研究等等。 

        总之，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是一个新课题，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

系更有待于学术界作出艰苦努力。我们相信，只要广为吸收，勤于思考，结合

实际，勇敢探索，最终会以心血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领域中浇开一片学术新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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